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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舆全览图》中的台湾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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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是在欧洲耶稣会传教士的主导下完成的。成图时，除新疆、
西藏以及贵州、广西的“生苗区”未能全部绘制外，台湾后山部分也在标注“大山番界”后作留白处
理。其缘由一则为彼时台湾开发的历史概况及汉“番”相处状况所限，后山难以进入实行测绘; 二
则因为测绘人员本身对于疆域、边界的认知与传统中国边疆概念之间的偏差所致。值得探析的
是，该图在欧洲( 以法国为主) 的传播过程中，全图中台湾后山原有的“空白”部分被填补完整，而在
福建省舆图中依然保持测绘时的原貌。在没有进行重新测绘的前提下，作此种处理的依据一是承
认、尊重测绘成果的精准度，并予以接受; 二则与作者所处时代流传的中国地理知识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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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朝前期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国内乱局得以平息，康熙皇帝在掌握数学、测量和相
关学科知识后，意图校正以往舆图的错讹。从 1707 年开始，以法国传教士主导，耗时十载完成了
《皇舆全览图》的测绘工作。［1］康熙《皇舆全览图》是一幅经纬实测地图，实测地图的范围受到传教
士足迹的限制。未经测绘或因种种原因到达不了的地方，传教士或利用其它资料填补，或采用留空
方式处理，如贵州、广西等境内的“生苗区”，以及新疆和西藏等地，对此学界已有关注和研究。［2］相
对而言，1683年康熙统一台湾后，清政府对台湾后山的测绘，何以“留白”方式处置，尚着墨不多。［3］

贵州、广西的“生苗区”是因清政府的政治力量尚未完全渗入( 也并未因此产生过主权争议问题) ，
新疆则因准格尔叛乱未平，而西藏地区未进行完全测绘，这些与台湾后山“留白”的原因均不完全
一致。［4］《皇舆全览图》因其参与人员的特殊属性和国际因素，在欧洲的流布远甚于中国。台湾后
山部分的舆图在传播过程中，时而以空白呈现，如在福建省舆图中; 时而又是完整或者虚线描刻

的，如在中华帝国全图中，其中原因值得探究。本文试图以台湾后山一带为关注对象，对比其在
《康熙全览图》传布过程中的差异变迁，在结合欧洲政治、社会背景以及台湾历史的基础上，厘清
台湾测绘过程的原貌，借此分析其流变的过程及缘由，以期能回应近代以来有关台湾后山的主

权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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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诸版《皇舆全览图》中的台湾后山舆图

目前所见《皇舆全览图》概有 6版。一为八排四十一叶( 帧) 的铜版地图，仅见少许残叶和金梁
石印; 二为木刻三十二叶本，即德国人福克司 1943年于北京辅仁大学影印《康熙时代耶稣会教士地
图集》(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shi－Zeit) ; 三为康熙年间彩绘本，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四
为康熙五十六年木刻本; 五为康熙六十年木刻本;［5］六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分省分地区图。［6］综
合以上版本《皇舆全览图》可知，无论在全图( 以故宫博物院藏康熙五十六年内府刻本为例) ［7］抑或
福建分省地图( 以福克司《康熙时代耶稣会教士地图集》中的福建分省舆图为例) ［8］中，台湾后山均
示以空白，并标有“大山番界”字样。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另外一幅福建舆图，［9］台湾后山虽仍以空白处理，但却粘贴红签，上有

“诸罗县改嘉义县”“诸罗县北半线地方今设彰化县”之语。据馆藏信息记载，捐赠者为柔克义
( William Woodville Ｒockhill，1854～1914) ［10］，舆图时间界定为 1721 年。显然，这与图上题写文字
相矛盾，因为彰化县设立时间为雍正元年( 1723 年) ，诸罗县改为嘉义县的时间则为乾隆五十三年
( 1788年) 。在舆图时间上出现的“误断”，料想是忽略了舆图之上所附汉字，未深究其意所致，以
为此舆图与以往版本无差。促使柔克义断定该图年代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柔克义本人藏有 1737 年
在荷兰出版的《最新中华、鞑靼与西藏地区地图集》［11］，这本地图集正为康熙《皇舆全览图》在欧洲
的发行本，其中的福建舆图与此几无差别。实际上，此图确是 1721年的舆图无疑，或者说原图确为
1721年版，而舆图之上的汉字明显为后人所加。同时，在将新置的嘉义县和彰化县添注在地图中
时，仅将彰化县写入半线与阿东社之间的狭窄区域。至于“诸罗县改嘉义县”却未在图中体现，仍
以诸罗县为名标注在图上，显是由于舆图空间过小无法改动。职是之故，此一舆图呈现出来的既不
是 1721年版的旧图，亦非新作，而是在 1721年版之上添补新内容后的“混合”呈现。
台湾早在 1683年即已纳入中央政府的治理之下，那么，康熙《皇舆全览图》和福建分省舆图

上，台湾后山的空缺应作何解释? 此次以耶稣会传教士为主体的测绘活动，在运用新的测量、制图
方式等技术的同时，也将其对领土、疆域的理解混入其中。矛盾的是，此次地图绘制成果传递回法
国后，中华帝国全图与福建分省图之间的台湾后山部分却并不一致，这又是何种缘故?

二、台湾舆图在西方的传布和流变

康熙《皇舆全览图》主要由耶稣会传教士测绘，完成后被传教士带回法国。《皇舆全览图》在
欧洲的印行首见于杜赫德( 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 ～ 1743) 《中华帝国全志》［12］( 四卷本，以
下简称《全志》) ，1735 年在巴黎出版法文本，1736 年荷兰海牙舍里尔( Sheurleer) 出版社随即盗
版此书。［13］二者的差异除在开本、重量、编排方面外，海牙版《全志》仅保留了 7 幅城市地图，其他
分省地图以及全图皆无。舍里尔出版社在 1737 年将《全志》图书中的地图以专册出版，即上文所
提柔克义所藏的《最新中华、鞑靼与西藏地区地图集》，该书地图总数依然比 1735 年的巴黎版本少
了 8张。［14］

杜赫德本人未至中国，也不通晓汉语，一直以来他对中国情况的了解得益于其主编《耶稣会士
书简集》。［15］《耶稣会士书简集》首版于 1702年，原主编郭弼恩( Charles le Gobien，1653～1708) 去世
后，1709年杜赫德继续编纂此书。杜赫德在编辑是书的过程中获得关于中国的知识，也得以与在
华耶稣会士建立书信联系，并由此在法国学界获得了一定的声誉。严格意义上说，杜赫德之于《全
志》一书，相当于编著的角色。《全志》内容多取材自《耶稣会士书简集》，故杜赫德将《耶稣会士书
简集》主要供稿人的姓名列在《全志》中，共计 27 位，［16］其中白晋、雷孝思、杜德美、汤尚贤、冯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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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均参加了《皇舆全览图》的测绘工程，杜赫德在《全志》中所用地图便直接来源于此。
翻检杜赫德 1735年巴黎法文版所用地图，中华帝国全图与福建分省舆图中的台湾后山部分差

异分明。在全图中，台湾后山轮廓线条清晰可见，而分省舆图中，却依然留白，记有“TAI－OUAN ou
ISLE FOＲMOSE”字样，意为“台湾－福尔摩沙岛”。1736年荷兰盗版的《全志》因无法从负责杜赫德
地图制版的地理学家当维尔( 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1697～1782) 处取得地图版权及木
版，只得在 1737年将《全志》中的地图重刻后单独成册发行，命名为《最新中华、鞑靼与西藏地区地
图集》( 以下简称《地图集》) ，仍冠之以当维尔的名字。此《地图集》大致是将《全志》中的地图结集
出版，其所附中华帝国全图与福建舆图中的台湾，与《全志》中无异。
总图与分省舆图中出现的疏漏和错误本可以避免，况且编纂人杜赫德和作为地理学家的当维

尔均不是粗心大意之人。李约瑟认为康熙《皇舆全览图》“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
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17］彼时亲身参与测绘的冯秉正( Moyriac de Mail-
la，1669～1748) 曾撰述《中国通史》［18］一书，耗时 6 年，在 1737 年完稿后寄回法国。鉴于中国礼仪
之争喧嚣一时，此书直到 1777 年才由格鲁贤( Abbé Jean－Baptiste Gabriel Alexandre Grosier，1743 ～
1823) 逐渐整理出版，计有 12卷。格鲁贤并为此书另著一部补遗，名为《中国通志》( 或译《中国通
典》) ［19］。在格鲁贤整理的《中国通史》书中，附有中华帝国全图，与杜赫德《全志》以及《地图集》
中的中华帝国全图近似，却也差异明显。其相似性表现为全图中的台湾后山地带是完整的( 因《中
国通史》一书未收录福建舆图，所以无从比对该舆图中台湾后山的地图是否被补全) ; 不同之处在
于《中国通史》所附中华帝国全图的朝鲜地图部分地理特征虽仍不够精确，但改进较为明显。据此
可推定，格鲁贤在编辑出版《中国通史》过程中并未沿袭已出版的旧图，显是吸纳了新近的测绘成
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西方信息传递的效率，以及西方对中国的密切关注。
在 1738年英译版《中华帝国全志》［20］中，地图部分采取了更为审慎的处理方式。［21］然而，即便

在中华帝国总图中，台湾后山部分也没有采用惯常的闭合式实线，而是以点状虚线替代，并记录了

各省实测点的纬度信息。在福建省舆图中，空白区域仍在，除标有“TAY－WAN or the ISLAND of
FOＲMOSA”外，另有一行写有“called by the Inhabitants PE－KAN”，解释了台湾这一名称的由来。［22］

至此，需要探究两个问题: 第一，《皇舆全览图》的测绘本为纠正“疆域错纷、方舆地理互异”之
缺，冯秉正为何不对台湾后山进行测绘? 第二，鉴于诸多版本的中华帝国总图与福建舆图在表现台

湾后山区域上的差异，有理由相信，在欧洲( 尤其是法国) 的出版物中，中国地图的来源，可能不止

限于传教士一端，或者说此一时期的著述者、书商在出版中华帝国总图与福建舆图的过程中有所甄
选。此点需要进一步厘清和论证。

三、舆图中台湾后山部分缺失的原因辨析

( 一) 台湾的地理测绘及舆图制作

台湾的测绘工作由雷孝思( Jean Baptiste Ｒegis，1677 ～ 1679) 、德马诺( Ｒomain Hinderer，1669 ～
1744) 、冯秉正三人主导完成。1715年 8 月冯秉正在致神父德科洛尼亚( de Colonia) 的信中，详述
了从厦门出发前往台湾测绘的经过。1714年 4月 3日，冯秉正等随同 4 名康熙任命的官员从厦门
出发前往台湾，因风向不顺抛锚金门料罗湾，直到 9日傍晚暴风过去后才再度出发，隔日驻泊澎湖。
在澎湖停留 4日，测绘和了解澎湖概况，同月 15 日到台湾，开始了对台湾岛长达一月的测绘工作，
“绘制岛上属于中国的地区的地图”。他认为“台湾岛并未完全控制在中国人手中，它似乎被一条
高大的山脉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这条山脉南端起自沙马矶头，向北一直延伸到岛屿北侧沿海昔日西

班牙人下令修建的被中国人称为鸡笼寨的地方，只有这些山峦以西的地方，即北纬 22 度 8 分及沿
岸岛屿至 25度 20分之间的地方才属于中国。中国人说岛的东部只有蛮人居住。那里山岳连绵、

·56·

郭 满: 康熙《皇舆全览图》中的台湾测绘、流变问题考析



荒无人烟。”［23］冯秉正这一“观察和体验”不仅仅停留在文字表述上，在其所绘制的地图中，从北到
南沿中间山脉有一条蜿蜒的曲线，标以“Limiter”之名，但这条界线在以后的版本中并未被保留下
来。冯秉正之所以持上述观念，一方面是受到清政府当时治台政策的影响，故冯妄自断定政府的有
效管辖范围未及台湾后山地区;［24］另一方面，冯秉正未实际进入后山测绘，故地图只能做留白

处置。
参照杜赫德《全志》第四卷文末所附《耶稣会传教士奉康熙皇帝圣旨绘制中华帝国地图所用部

分纬度( 观测所得) 及经度( 几何测量所得) 表》可知，在台湾的测绘点共 7 处，分别为澎湖( Isle de
Pong Hou) 、台湾府( Ta ouan fou) 、凤山县( Fong chan hien) 、沙马矶头( Cha ma ki teou) 、诸罗县
( Tchu lo hien) 、淡水厅( Tan choui tching) ［25］、基隆( Ki long tcha) ，具体经纬度如表 1。［26］

表 1 台湾测绘地点及其经纬度

测绘地点

中文 法文
纬度

经度
( 测绘以北京为 0°经线)

澎湖 Isle de PongHou 23°34'48″ 3°1'0″

台湾府 Ta ouan fou 23°0'0″ 3°32'50″

凤山县 Fongchan hien 22°40'48″ 3°37'50″

沙马矶头 Cha maki teou 22°6'0″ 4°9'20″

诸罗县 Tchu lo hien 23°27'36″ 3°44'0″

淡水厅 Tanchoui tching 25°7'10″ 4°43'30″

基隆 Ki long tcha 25°16'48″ 5°9'30″

资料来源: 杜赫德 1735年巴黎版《全志》第四卷，第 482页。

以上 7个测绘点，除澎湖外，其它 6个自北到南分布在台湾岛西部，最北为基隆，最南至沙马矶
头，此外的 4个测绘点则偏重政治因素，分别是淡水厅、凤山县、台湾府、诸罗县。测绘点的选择恰
和冯秉正所言属于“中国版图”的地域对应，以南北端的基隆、沙马矶头为界，东部至山脉为止，最
终呈现出来的台湾舆图也与此相符合，仅绘制山脉西侧部分，东侧作留白处置。据上表可知，冯秉
正等人并未至“番界”测绘。单以冯秉正的记载来看，似乎是“图文互证”的，“不属于中国”疆域的
区域被排斥在外。1720年，《耶稣会士书简集》第十四卷载录了冯秉正这封信函，相关讯息传达到
作为《耶稣会士书简集》编辑的杜赫德处，可解释何以《全志》中的地图上台湾后山是空白的。那么
在《全志》中，杜赫德是如何描述台湾“番界”领属问题的，是否与冯秉正相一致呢?［27］

( 二)“图文互证”问题
对《全志》的编著者杜赫德而言，有关中国的信息途径，主要依靠在华的耶稣会士。杜赫德在

序言结尾处曾做如下说明:“为了让公众知道我从哪几位传教士那里获得《全志》向读者提供的知
识，我在下面列出这些传教士名字，他们的报道对《全志》的成书发挥了很大作用。”［28］法国学者蓝
莉考订后也指出:“杜赫德大量利用了他在编辑《耶稣会士书简集》时接触到的材料。”［29］那么，杜
赫德是如何将地图测绘人兼供稿人的冯秉正所提供的台湾知识，汇编到《全志》书中的呢? 按照
《全志》的编辑体例( 1735年巴黎法文版) ，一般是将地图置于章节之前，再配以文字说明，采用“图
文互证”的呈现方式，借以增强文本的可读性和可信性。台湾被安排在《全志》第一卷第四节福建
省部分，文字内容长达 10页。［30］杜赫德有关台湾的记述，明显有参考《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冯秉正
信件的痕迹。在论及台湾领属问题上，杜赫德对冯秉正的说法未加质疑，同样认为“台湾岛并不全
在中国的统治下，它被一列山脉，分割为两个部分，这座山脉从最南端的沙马矶头一直延伸到北部

海岸。只有山脉西部，位于北纬 22°8'与 25°20'之间的部分归属中国。”［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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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秉正的法文书信中是这样描述台湾前后山归属问题的:

Iln＇y a que ce qui està L＇Ouest de ces montagnes qui appartienne à la Chine，c＇est－à－dire，ce
qui est renferme entre les 22．degrez 8' ＆ 25 degrez 20' de latitude septentrionnale．［32］

其中，appartienne一词表示归属之意，为法语动词 appartenir的虚拟语态变形。使用虚拟语态，
有如下两层含义: 一是该语态本身具有强调意味，在于突出说明只有山脉以西部分归属中国; 二是

冯秉正是以书信形式传递此一讯息，更多的出于个人的主观判断。杜赫德《全志》中的用句除个别
单词拼写差异外，与冯秉正的表述一致:

Iln＇y a que ce qui està L＇Oüest de ces Montagnes，qui appartienne à la Chine，c＇est－à－dire，ce
qui est renferméentre le 22． degréz 8． minutes，＆ 25． degrez 20． minutes de Latitude septentrion-
ale．［33］

1738年的首版英译本中，句式中原有的意蕴被抹除，直接转译为 belongs to，原文如下:
The whole island is not under the Dominion of the Chinese． It is divided ，as it were，in two

Parts，by a Chain of Mountains，Which begins in the South Part of Sha－ma－ki－tew，and ends at the
North Coast．Only that part lying to the West of the Mountains belongs to the Chinese，contain＇d be-
tween 22°8'and 25°20'of North Latitude．［34］

冯秉正表达的原意，与西人的理解可能是不一致的，他人又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如格
鲁贤依据冯秉正著作所撰《中国通志》一书仅包含对台湾的地理、人口的描绘，不再涉及台湾后山
的领属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格鲁贤较为审慎的择选和独立的认知与判断。［35］

至此，可以看到法文、英文版《全志》中有关台湾的知识记述，与所附台湾舆图相一致，这是杜
赫德未至中国、不通中文，只能被局限在冯秉正有关台湾的认知框架中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为
适应编写体例，也为凸显主题需要，杜赫德在书中仅采纳了台湾岛图，省却了澎湖舆图。《皇舆全
览图》的绘制是从各省地方分图开始，最终汇合成全图。逻辑上而言，在总图中，台湾的后山部分
因未经测绘，必然是空白的，故宫馆藏《皇舆全览图》便是如此; 相反的是，《全志》所附中华帝国全
图中却维持了台湾舆图的完整性，即在未补充其他细节的情况下，基本描绘出了后山的轮廓所在。
可见，在《皇舆全览图》被法国耶稣会士传回法国前，可能已有其他版本的地图流布。
( 三)《皇舆全览图》西传前中华帝国全图的流布
1735年杜赫德《全志》出版前，在法国学界流传、可供借鉴的描述中国的书籍和地图为数不多，

不外乎白乃心( Johann Grueber，1623～1680) 与卫匡国( Martino Martini，1614～1661) 两人的作品。［36］

卫匡国的《中国新图》［37］由荷兰著名书商约翰·布劳( John Blaeu，1596 ～ 1673) 出版于 1655 年，附
有中华帝国总图和多幅分省地图。白乃心所描述的东西方间的路线被基歇尔( 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 在《中国图说》［38］一书中引述，然而并未见到示意图，［39］反而是卫匡国在《中国新图》
中使用的地图被插入到了基歇尔《中国图说》一书中，基本上属于原图借用，包括世界全图和中华
帝国全图。在以上两幅图中，台湾在图上以“I Formosa”之名标示出来，在地理特征表现上差强人
意。另外，台湾与隔海相望的福建以两种颜色标识。在福建省舆图中，台湾仅呈现了一部分。这种
认知显然与当时荷兰人占据台湾直接相关。“福尔摩沙岛也可称为美丽岛。此一大岛，众所周知
的，( 地理上) 也附属于此( 福建) 省，但是尚未为大明人所领有，而居住在那里的人过着自由自主

的生活。大明人称之谓大琉球，意即大的琉球，以此跟小琉球区别。葡萄牙人，把真正的发音稍
微扭曲了一些，称为 Lequio。我认为是西班牙人在此岛北方岬角的鸡笼建造城堡的时候，将之命
名为福尔摩沙。荷兰人还在一个跟主岛距离不远的小岛上，盖了一个叫做新热兰遮的
城堡。”［40］

杜赫德在《全志》序言中提到“卫匡国神甫提供的经度并不准确”。［41］他做出此一论断的依据
无疑是对照冯秉正等人测绘的《皇舆全览图》而言的。杜赫德在论及担任其制图师的地理学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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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时，曾说:“他不但完成了分省地图，还完成了总图，即使不看分省地图，也能从他制作的总图
上看到传教士们为这部地理巨著提供细节数据的精确度。他研读了张诚神甫关于鞑靼的记述，将
另外几张鞑靼地图合并之后，才开始制作鞑靼总图，为了不让总图留下空白，他还将整个日本和某

些更偏北的地方添入图中。”［42］职是之故，不难判定杜赫德《全志》一书中所用地图，分省地图部分
采用了冯秉正等人的最新成果，在全图的使用上，显然没有“照搬”，而是综合了以往出版的中国地
图，不仅将台湾后山地区补全，同时还增加了后来称之为白令海峡的区域。［43］

冯秉正等人的地图测绘并非全然依据实地经纬，也参照文献中的记载。［44］可供查阅的与台湾
相关的典籍在当时计有蒋毓英《台湾府志》( 1689) 、高拱乾《台湾府志》( 1696) 、周元文《重修台湾
府志》( 1712) 以及郁永河的《裨海纪游》( 1697) 。在政治性的行政区划上，上述志书的论述范围确
实仅为台湾纳入版图后设立的“一府三县”。表面看来，这似乎为冯秉正等人的地图绘制提供了佐
证。实际上，单纯依照方志所载录的地界范围测绘的台湾地图，仅反映了特定时空中的台湾开发情
形。上文所论柔克义捐赠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地图中所标示的时间与图上贴红间的矛盾，已然提供
了一个台湾历史尚在发展变化的有效例证。清朝后续两次实测地图，即《雍正十排图》和《乾隆十
三排图》，相较于康熙《皇舆全览图》，三幅图虽然相隔时间未久，在台湾地图的绘制上，就已开发的
“大山番界”以西而言，呈现了在行政规划上的变迁，如 1723 年设立的彰化县在图上已经标示出
来。一处细微却关键性的变动是将此前康熙《皇舆全览图》中标注“大山番界”处的文字改为“台
湾”，而在《乾隆十三排图》中已不再题写文字。［45］这种现象，一则体现了台湾开发的动态历史进
程，“大山番界”不再固定不变; 二则也反映了随着开发的逐步深入，对“后山番界”认知的增加。一
个重要的体现是，两图中原属“大山番界”内的地理名词从无到有，由少至多的变化。
台湾前后山一起较为完整、科学地绘刻在官方地图中的时间，目前可追溯至光绪四年( 1878) 。

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全台前后山舆图》［46］，台湾前后山以及澎湖均在同一张舆图中呈现，绘制
者标示为余宠。有关绘图的动机和余宠的个人信息，在夏献纶所撰《台湾舆图并说》中可以寻到一
些踪迹。刊刻于光绪庚辰年( 1880) 的《台湾舆图并说》的主导者是身为台湾道的夏献纶。夏在
1874年“牡丹社事件”后“开山抚番”，“自苏澳、岐莱、秀孤峦、卑南觅以逮瑯嶠、恒春，拔木通道”，
有感于“郡志旧图，赴之狉榛莫考”，遂命余宠“周历各属，创为之图”，内有图 12 幅，除《前后山总
图》外，每图附“说略”，共计 11篇。［47］是书序言中录载余宠身份为“二尹”，序后题有“绘图委员候
补从九品余宠监刊刷”字样。［48］在《台湾舆图并说》中，《前后山总图》( 图上标名为《全台前后山小
总图》) 与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全台前后山舆图》大致相类。不同处在于前者仅包含台湾本岛，而
后者不仅将澎湖囊括在内，图周还增添了更为详致的文字说明。除却《前后山总图》外，《台湾舆图
并说》中并有《后山总图》及《后山舆图说略》一篇，在《后山舆图说略》中既有后山发展的历史概
要，也包含地理特征描述，以及详细的道里和“番社”名称。［49］

如上所述，康熙《皇舆全览图》是以耶稣会传教士为主体，采用“正弦曲线等面积伪圆柱投影”
( 即“桑逊投影”) 绘制而成的实测地图。就测绘方法而言，无疑是客观、科学、先进的，但在测绘过
程中掺入了测绘人员对领土、疆界的主观认知，这种认知既体现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与差异，
也在台湾历史发展的脉络中不断发酵，进而引发了近代以来有关台湾后山所属权的争议与事端。
清对于台湾的开发与近代西方的殖民活动迥然相异，是一种内部开发，而不是领土或疆域的扩展行

为，“土牛沟”也在“牡丹社事件”后“开山抚番”的进程中废置。台湾历史的发展和后续的地图测
绘已然表明，冯秉正有关台湾后山的论述是错误的。地图不仅是指引方向、获取知识的实用工具，
更是一种认知观念的直接体现。在梳理冯秉正等测绘台湾的历史，厘清其在绘制地图中所植入的
有关领土、疆界的观念后，结合台湾历史发展的具体历史语境，才能理解台湾后山留白的真实原因
所在，并对此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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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白鸿叶、李孝聪:《康熙朝〈皇舆全览图〉》，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第 19页。
［2］大陆研究这一议题的成果主要有韩昭庆:《康熙〈皇舆全览图〉与西方对中国历史疆域认知的成见》，《清华大
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 6 期，第 140 页; 韩昭庆: 《康熙〈皇舆全览图〉空间范围考》，《历史地
理》2015年第 32辑，第 290页; 白鸿叶、李孝聪:《康熙朝〈皇舆全览图〉》，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年。
台湾以方豪的研究为主，探讨了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台湾测绘过程，参照方豪: 《康熙五十三年测绘台湾地
图考》，《方豪教授台湾史论文选集》，台北: 捷幼出版社，1999年; 其他多属泛论。

［3］研究清代涉台地图的学者，多以台湾单幅地图展开探索，时常忽略全图中的台湾测绘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
实测地图在清代尚不多见，全图中的台湾信息体现不足; 另一方面是学者的旨趣集中在地图内容、题材和绘
制方法上，对单一地图的具体探讨尚不够深入。相关研究参照夏黎明:《清代台湾地图演变史: 兼论一个绘图
典范的转移历程》，台北县中和市: 知书房出版，1996年。

［4］韩昭庆:《康熙〈皇舆全览图〉与西方对中国历史疆域认知的成见》，《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6期。

［5］参冯宝琳:《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考略》，《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 年第 1 期; 翁文灏: 《清初测绘地图
考》，《地学杂志》1930年第 18卷第 3期; 李孝聪:《记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及其版本》，《故宫学术季刊》
2012年第 30卷第 1期;【法】J．B．杜赫德:《测绘中国地图纪事》，葛剑雄译，《历史地理》1982年第 2辑。

［6］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皇舆遐览》，北京: 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 2－69页; 韩昭庆:《康熙〈皇舆全览图〉与
西方对中国历史疆域认知的成见》，第 126 页; 汪前进、刘若芳:《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7年。

［7］见故宫博物院藏《皇舆全览图》，https: / /www． dpm． org． cn /ancient / special /143156． html，2019 年 11 月 11 日
查询。

［8］福克司《康熙时代耶稣会传教士地图集》( 根据康熙六十年木刻版重印) 中的福建分省地图，参见美国国会图
书馆，https: / /www．loc．gov / item /74650033 /，2019年 11月 11日查询。

［9］柔克义所捐献《皇舆全览图》见美国国会图书馆，https: / /www．loc．gov / item /2002626779 /，2019 年 11 月 11 日
查询。

［10］柔克义( William Woodville Ｒockhill，1854—1914) 是美国外交官、汉学家、藏书家，对中国古代和南洋、西洋的
交通史均有较深的研究，曾与德国汉学家夏德将赵汝适《诸蕃志》翻译为英文，部分翻译了汪大渊的《岛夷志
略》，著作有《喇嘛之境》( 1891) 、《辛卯壬辰年蒙藏旅行记》( 1894) 、《美国外交: 中国事务》( 1901) 等等。

［11］ 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 Nouvel atlas de la Chine，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du Thibet: contenant les
cartes générales ＆ particulieres de ces pays，ainsi que la carte du royaume de Corée: la plupart levées sur les lieux par
ordre de l＇empereur Cang－Hi avec toute l＇exactitude imaginable，soit par les PP． Jésuites missionaires à la Chine，soit
par des Tartares du Tribunal des mathématiques， ＆ toutes revs par les mêmes peres， La Haye: Henri
Scheurleer，1737．

［12］ Jean Baptiste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Paris: Chez P． G． Lemercier，1735．

［13］ Jean Baptiste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La Haye: Henri Scheurleer，1736．

［14］ 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 Nouvel atlas de la Chine，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du Thibet: contenant les
cartes générales ＆ particulieres de ces pays，ainsi que la carte du royaume de Corée: la plupart levées sur les lieux par
ordre de l＇empereur Cang－Hi avec toute l＇exactitude imaginable，soit par les PP． Jésuites missionaires à la Chine，soit
par des Tartares du Tribunal des mathématiques，＆ toutes revs par les mêmes peres，La Haye: Henri Scheurleer，
1737;【法】蓝莉:《请中国作证: 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许明龙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 30－35、
130页; 张西平: 《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北京: 中华书局，2009 年，第
493页。

［15］《耶稣会士书简集》( 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在 1702－1708年由郭弼恩编辑，此后由杜赫德负责。
［16］［28］［31］［33］［41］［42］［43］Jean Baptiste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Tome Premier，1735，pp．1j－1ij，p．1j，p．161，p．
161，p．vij，p．xlviij，p．xxvij．

［17］【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第一分册，《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北京: 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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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第 235页。
［18］ Joseph Anne Marie Moyriac de Mailla．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ou，Annales de cet empire，Paris: Ph．D． Pi-

erres，Imprimeur du Grand－Confeil du Ｒoi ＆ du College Ｒoyal de France，rue Saint－Jacques． Clousier，Impeim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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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aiwan＇s Mapping and Ｒheology
in Kangxi＇s“Imperial Atlas of China”

Guo Man

Abstract: The mapping of Emperor Kang Xi＇s“Imperial Atlas of China”was complet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European Jesuit missionaries． In addition to some parts of Xinjiang，Tibet，Guizhou and Guangxi，the“Dashan Fanjie”in
the back mountains of Taiwan was also marked for blank treatment． The reason for this is mainly the limitation of the histori-
cal situ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n and Fan at that time that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 people concerned to get into the back of the mountains for surveying and mapping． On the other hand，it is the deviation
between the surveyor＇s own knowledge of the territory and boundary and their traditional concept of Chinese frontier that
should also be responsible for it．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in the process of spreading the map in Europe ( mainly in France) ，
the original“blank”part of Taiwan＇s back mountains in the whole map was completely filled in，while the original appear-
ance of the surveying still stayed unchanged in the map of Fujian Province． In the absence of re－mapping，the basis for
such treatment is，firstly，in fact，to recognize，respect and accept the accuracy of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Secondly，
this practice also means having its close relation to the geographical knowledge of China spread in the author＇s era．

Key Words: Kangxi＇s“Imperial Atlas of China”，Taiwan，Jean Baptiste du Halde，propriety deb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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